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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律例》中有一规定:“凡苗夷有犯军、流、徒罪折枷责之案，仍从外结，抄招送部，

死者，不准外结，亦不准以牛马银两抵偿，务按律定拟题结。如有不肖之员，或隐匿不

结者，事发之日交部议处。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

这里所指的以“官法”之外的“苗例”，作为处理苗人之间案件的“准据法”，是清

定。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苗例”的解释不一，说法颇多，本人根据收集到的清代官

例”作一初步的考证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 

    据已查到的清代文献记载，“苗例”主要指“杀人、伤人赔牛、赔谷”的苗族习惯

督杨茂勋疏言:“贵州一省在万山之中，苗蛮穴处，言语不通，不知礼义，以娣毗为

之道，不得不与中土异。凡有啸聚劫杀侵犯当地者，自当发兵剿除，其余苗蛮在山筹

方，止须照旧例令该管头目，讲明曲直，或愿抵命、或愿赔偿牛羊、人口，处置输服，申

到的“旧例”，应指沿袭已久的苗人犯杀人赔偿牛马抵命之例。 

    康熙四十年(1701年)，“复准熟苗生苗若有伤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

人例”与“民例”相对称，其中所谓“苗人例”仍是指苗人伤人赔牛赔谷的习惯法。

    雍正三年(1625年)三月，贵州巡抚毛文锉在奏折中称:“贵州苗人自相仇杀者甚多，有

者。夫苗人自相仇杀，原无抵命之条，惟有偿以牛马布正，苟非焚劫内地汉民及抗拒官兵，臣只

[4]因清代对贵州各少数民族没有严格的区分，往往用“苗人”、“彝人”等泛称这

“彝例”当指“苗例”。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贵州布政使冯光裕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更明确地提到“苗例

此不知礼义法度，其苗例杀人伤人赔牛十徐条、数条而止，弱肉强食得谷十徐石、数

    从上述记载来看，清代所称“苗例”与清律中有关苗彝的其它条例是有区别的。在《大

例”虽然也属于苗彝条例的一部分，但它只是一种“准据法”，其具体内容并未明文

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种习惯法是口耳相传、不成文的，难以用准确的立法语

“苗例”的内容不是清朝统治者自己规定的，不是“官法”，而是苗族自发形成的、行之已久的

律中其它有关苗彝的条例都是“实体规范”，是为贯彻大清律、根据这些民族的特殊性而制定的

官法。 

    苗族习惯法也不能说就是“苗例”。“苗例”仅仅是苗族习惯法的内容之一。苗族

俗”，而一旦冠之以“例”，就与其他苗族习惯法相区别，而属于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在

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默认，继之得到明文认可，这就使“苗例”的适用纳入国家司法管



行，这是其他苗族习惯法所不能相比的。“苗例”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重视并明文确

杀人、伤人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规定，而对这些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放

例”被明文规定《大清律例》中的主要原因。 

二 

    据《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样柯蛮“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二倍还赃;杀人者出牛

以纳死家”。[6]又据《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二》，“样柯蛮，其国法，劫盗者三倍还赃

得赎死”。[7]可知在唐、五代时，在西南民族中就有“杀人赔牛马”的习惯。明朝隆

安智各起兵仇杀”，朝廷即令安国亨“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纳银罚治，皆照夷俗价

历六年，(1578年)，乌撒与永宁、水西等土司构祸，明朝亦“令照苗俗罚牛处分”。

伤人赔偿牛马的习俗由来已久。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仍沿袭明朝的作法，只要苗民不“不侵扰”内地，不劫杀汉

理。雍正时期，随着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廷加强了对西南民族地区法律控制。雍正三年曾

犯军、流、徒罪折枷责之案，仍从外结，抄招送部，查核其罪。应论死者，不准外结

务按律定拟题结”。[10]这一条例主要是针对“苗例”关于杀人伤人赔牛赔银的规定而制定的，反映出

者将死刑案件的审理权集中于中央的立法意图。但这条规定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施行。

    雍正十年(1732年)六月，贵州按察使方显奏称:“查苗人犯杀人应死向有赔偿牛

年，经云贵总督今升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不许外结，亦不许从牛马银两赔偿，务按律定

数年以来，滇、黔各属苗棵，咸知凛惕，法至善也。但查，久经归服熟苗，化导日久，有犯

罪，以昭惩戒。若新开苗疆，从古化外，不知法律，今虽投诚而渐摩未深，犹踵仇杀

或私请寨老人等理讲，用牛马赔偿，即或报官又多转报后彼此仍照苗例讲息，将尸掩埋，相率

倘地方官径行准息，即违例干处，若必欲起验，而原、被等又往往抛弃田宅，举家逃匿，以致

审诸员虽受参罚，实属冤抑。臣请归附已久熟苗，有劫盗仇杀等案，应照内地审结，至新

江、九股、丹江、八寨等地，除劫盗及伤毙汉人，情罪深重难以宽纵者，仍照律究拟

命，凡具报到官，即准理。如受害之家，必欲究抵，亦应照律审断。或其中有情愿照苗例以牛

终讼者，似应念其归附日浅，准予息结，详明立案。”[11]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清朝所定上述

行不通，在实践中不得不仍以“苗例”处理的情况。对此，雍正批示:“伊论议甚是

    雍正十年(1372年)八月，湖广镇草总兵杨凯在奏陈苗疆要务六条折中称:“苗民

款之例究拟也。……康熙四十三年，前督臣喻成龙题定苗边九款，其中条例，盗窃命案

盗律治罪。向使守土文武，果能谨遵办理，则三十年来，苗人创巨痛深，自当渐知王法。

正，但图目前无事。其有抢掳、偷盗者，则据凶苗无影之词，听其索银取赎，苟得释

者，则计彼此杀人多寡，断令出具牛马布正以为骨价。苟得两造允服，即为处分尽善，然此

苗人而论也。……按律得偿者，实不可得也。”[12]这个奏折也反映了在苗族聚居区

施的实际情况。雍正对这个奏折批示;”联览所陈，皆宜从容转移，非急切可以官法

    雍正末年，贵州苗疆爆发了苗民大起义，清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将其镇压下去。作

朝地方官员在提出的一系列“治苗”办法中都强调运用“苗例”的重要性。指出继续运

三: 

    第一，“旧习难以尽革”。贵州布政使冯光裕在奏请在新辟苗疆适用“苗例”的奏折中

人赔牛赔谷，“在出牛谷者，出此牛谷已无余事，殊觉相安”。[14]湖南巡抚高其悼

三厅仿贵州苗疆运用“苗例”的奏折中亦称:“苗性、苗俗相延，视杀伤为轻，以得利

骨价，尸亲事主亦多尽即情愿吃血誓神，解仇了事，不愿终讼”。[15]这说明，无论

州苗疆还是在“归化未久”的湖南三厅这样的苗族主要聚居区，还保留着浓厚的古老的、世代相

惯。苗民一旦发生命盗案件，仍情愿照“苗例”完结，而不愿报官。这种状况实难骤

    第二，“官法难以尽行”。在苗族聚居区强制推行“官法”，遭到苗民的抵制。正如湖南巡

在湖南三厅，“苗人杀死苗人之命盗案件，其在尸亲之家，则多不愿验尸，早自深埋，必欲起

方官代为申冤，转以为起出埋尸，与通寨不利。谓地方官不肯体恤，烦扰贻灾。且更有私得骨价不肯

强之使其报命报盗，更以为我已完事，官府何转为我生事。……若必欲为之按抵，不但凶手之家不愿，即尸

主亦复不愿，两家具不情愿而必为之照例断结，苗……亦多不以为然，转生咨怨”。



称: “报官，武官之根究未已，文官之查询又至，文审方释，武又拿讯，辗转调讯，比及

矣。……且一切命盗等案，始而不能不查，既而不能不缉，查缉既得，邻佑干证，俱

以为归化之后，反不如当时之自在任意也。”[17]这两位清朝派任苗区的官员从实践

民欢迎，难以实行，从而提出了变通主张。事实上，苗族地区虽然或改土归流，或设

朝的法律，对官府依“官法”审理案件从观念上很难接受，对清朝繁琐的诉讼程序尤其感到

吏借苗民讼案任意欺压、勒索，更是深恶痛绝，进而聚众反抗。这些都是“官法”受阻的

    第三，“苗仇难以尽解”。若一定依“官法”审理案件，是否达到了安定“苗疆

案是否定的。高其悼在奏折中指出，不仅尸亲之家认为官府多事，而且在凶手之家，亦有

果曾杀害此家之人，互相报复，其年月不甚深远，同寨之苗俱经知见，确有可凭”。如果按

则苗人认为，“彼家幸而行在未经设官之前，我不幸行在设官之后，一命一抵，而今官府又多

官，下则仍图乘便报复，彼此互杀之葛藤辗转不休”。二为“实有远年木刻之仇，留

人。而苗人撷朴，则因其祖父曾经亲行嘱付，切切在心，自知有仇属实。而在讯官，

案，仅以木上有一刀刻之痕，遂谓一命一抵，自然仍行间以偿抵。而此家之苗口虽争

服，亦上则怨官不公，下则仍图乘便报复，彼此互杀之葛藤亦辗转不休”。[18]显然，

在苗族聚居区硬性贯彻，反使苗众互相仇杀之风日盛，影响社会安定。如果依“苗例

合理，易于接受，而且彼此的仇冤也可了结。 

    由于这些原因，清朝在平定雍乾苗民大起义之后，公开确认了“苗例”的法律效力。

三 

    确认“苗例”的法律效力是对清律的重大变通。但实行这一变通不能不与清朝律例的有

朝统治者在协调两者的作法上总的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首先，除在犯罪主体上必须属于苗人之间的案件以外，还限定了“苗例”的适用地域。在

在“归化”未久、交通闭塞、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保留浓厚的风俗习惯的苗族聚居区

按察使方显以古州、清江等新辟苗疆“归化未久”，奏请准予运用“苗例”。乾隆元年

冯光裕再次以这一地区新开辟为由重提运用“苗例”。乾隆关于“苗例”的著名上谕

乾隆二年七月，湖南巡抚高其悼以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归化尤新，山著相

牙交错，苗风俗悍，”请援照“贵州苗疆”适用“苗例”。并得到乾隆的批准。 

    该规定虽在乾隆五年编入《大清律例》之中，似乎普遍适用。但如果考察清朝的司法

在着地域限制。例如，乾隆十年四月，湖南按察使徐德揉在一奏折中称，湖南“三厅

准之例(指高其悼的奏折)，湖南苗疆二十余州并未议入，抵请乾州等三厅照苗例完结

苗疆立意”。[19] 

    其次，即使符合“苗例”限定的地域范围，仍需考虑案情轻重和对清朝统治的危害大小，由

是否准予运用“苗例”。 

    例如，乾隆二年五月，湖南永绥厅属补毫寨苗民“杨四十赊欠石老毕牛价未清，老

牵牛抵事，彼此角斗，老毕当即奔逃，杨老明与杨四十尾后追赶，石把沙随持杆戳，

防千总将石老毕诱获至营，而石把沙救祖情急，误将营墙推倒背负而去。后经审明，照依苗例，倒追骨价

尸亲收领。因有推墙抢犯情事，各拟枷号2月，责四十板。详经前任督抚批准完结”

所以依“苗例”完结。 

    又如，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凤凰厅属苗人龙尚保，因妻子被永绥厅属苗人龙老瓦奸淫，不久，其妻

病故，龙尚保因此挟恨纠众二十一人，欲抢龙老瓦妻与子抵数，于黑夜发生争斗，结

尸亲龙老潭要求照“苗例”追赔，而该省督抚却要 “拘出首从要犯，解省审究”，

其后，该案以康熙年间所定条例，“凡黔楚两省相接红苗彼此仇忿，聚众抢夺者，照

名者斩监侯，下手者枷号三个月，为从者四十日，聚至五十人以上者斩决，下手之人

月”[22]的规定，将龙尚保刺字后处以斩决，下手杀人之龙求、吴老成等均处绞监候。其余

照例分别枷责。清廷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案情轻重的标准是否属于

仇杀属于轻案，可依“苗例”完结。但如纠众仇杀，可能危及清朝在苗疆的统治秩序，

正如湖广总督班第所说，“抚驭之法，惟当宽其小过，惩其大恶……方为得体。虽有小

妨稍予宽容，仍准排解完结”。[23]为此案，湖南巡抚乔光烈于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奏，



乾、凤、永三厅所属苗人，性情愚悍，虽与别处苗人稍异，今向化已久，未便任其咨肆。其

人命等事，情节本轻者，仍照乾隆二年奏准之例赔偿完结外，至挟仇穴斗，抢杀多命，若一

及，恐莱鳌之风日渐滋长。臣愚昧之见，应请嗣后三厅苗人如有纠众仇杀，均应照黔楚接壤

拟”。[24] 

    在内地，事关伦常的案件被认定为重罪，封建法律规定的极为严密，特别是对尊

十恶大罪，罪死不赦。这种规定对“苗例”的运用有无影响呢?湖南按察使徐德揉曾于乾隆十年四月奏

案件干犯恶逆者，应请照民人治罪也。”又说，“苗人既入版图，彝伦亦当所伤……

奏请嗣后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所辖苗人，有犯命盗杀人等案，果系报复泄忿，并无

隆二年前抚臣高其悼奏准之例酌量完结。其有罪干恶逆重情，不应原肴者，毋论果否

证，及因财怀忿启衅，悉照律论罪，不许复照苗例完结”。乾隆在此奏折后批示:“

令抚臣详酌奏来，钦此。”[25]湖南巡抚蒋溥奉上谕，于六月初八日奏称，“查三厅

其归化方新，不欲骤变其俗，使致惊疑，此中自有深意。如事犯恶逆，有关伦常者，地方官自

请示，不准外结。若必逼别其颜心，为惟此应照律例定拟，反使蠢苗视有关伦常之外可以

意，应将所请照依律例之处，亦毋庸议。”[26]这件事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许照

为苗俗相延已久，影响很大，统治者不得不顺之;第二，苗人事犯恶逆，关系伦常时

央请示处理，不必拘泥苗例的规定。如果作出硬性规定，反而于统治不利。这反映了在

治者是非常灵活的。 

    再其次，是否依“苗例”处理苗人案件，还要看当事人双方是否情愿。这在法学

朝统治者在运用“苗例”的问题上亦采取了双方自愿原则。苗人命盗案件，在原、被

的情况下才准予适用。如果其中一方特别是原告不愿依 “苗例”完结时，就必须依

南巡抚高其悼称，“所有三厅地方，实与他处不同，所有苗人杀死苗人之命盗案件，其

俗得价完结者，仰祈圣恩，俯准照苗情之例办理。”[27]乾隆五年二月，湖广总督班第密

人， “与苗人有命盗等事，两造情愿照苗俗完结者，准予酌量完结”。[28]这种自愿原

民对本民族这种风俗习惯的心理认同，又充分考虑到苗民文明程度的发展对其接受内

分高明和有益的。 

    此外，清朝将乾隆元年颁发的准依“苗例”的上谕归入雍正三年所定“苗夷有犯

从立法技术角度来看是不合适的。雍正三年所定条例主要是规定清朝地方官员如何依律

清律“刑律•断狱”门下。而关于“苗例”的规定属于法的适用问题，显然不应编入

《读例存疑》中主张将此条移入 “化外人有犯”门内。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从该

所定内容主要是关于“苗人”为刑事被告人时如何依清律审理的规定，而乾隆年间所加

具为苗人的案件准予适用“苗例”的规定。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总之，清朝公开确认“苗例”，就将“苗例”的适用纳入国家统一法制的轨道。《苗族

件由苗族内部解决，官府不再干涉”[29]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湖南巡抚蒋溥称: “苗人

事，各令具报到官，责令寨头、甲长照苗例理处明白，取具遵依存案。”[30]这说明，官府同意依

结，还须由官府委托或指定寨长或苗头审理。审理后还必须报到官府备案。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防止苗民私自

复，二是力图使苗民畏惧官府，逐渐熟悉和服从“官法”。 

四 

    在苗族聚居区准依“苗例”处理案件，是清朝民族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尽

步，但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有些地区社会发展还很缓慢，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对

隔离政策，使许多苗族群众匿于深山之中，和内地交往甚少，加上语言障碍，苗民了解

于“苗例”，他们不仅熟悉，而且信服，依“苗例”处理苗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不仅

和苗疆的社会安定，而且也使苗民不致于因不懂“官法”、不通汉语而受官吏的过分勒索敲

之烦”。难怪清人自誉为“千古治苗之要法”、[31] “因地制宜之善法”[32]了。

    乾隆元年公开确认“苗例”并获得较好的社会效果。这种作法也为其他民族地区

普遍意义的法律原则。例如，乾隆三年四月，“川省南称族番民谷禄、旺素克等交纳贡马银两

杀。……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疏称，……番人性情，反复靡常，劫杀事所恒有。若照

法，不惟彼此怀仇，转相报复，且恐各生疑惧，致滋事端……应请嗣后有犯，番照夷例



嗣后郭罗克番人与汉人争斗抢夺等事，俱照例科断。其番人与番人有命盗等案，具照番例完

隆十一年四月，大学士川陕总督公庆腹在筹酌管束川省三齐等三十六寨番民事宜中称

法，或犯命盗等事，暂照夷例归结，十年后照内地一体办理”。[34]从这些记载来看，

清代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形式，而“苗例”的确认则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确认民族习惯法的效力是清朝实行“抚绥”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地

律之间在某些方面不相适应的状况，适应了这些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但是，这些习惯

形成、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发挥作用的社会规范，必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即使在被确

异议。早在乾隆六年十月，署贵州布政使陈息荣就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词讼细

赔头钱之例，则万不可行，盖杀人者死之条，必应申明，不容宽假也”。[35]自古以

案件，“杀人者死”是历代帝王推行的“王法”。现在清朝准许苗人杀死苗人可以赔银赔

法”，也难怪他们反对了。事实上，从乾隆元年确认“苗例”直至清亡，“苗例”虽

上，却是很慎重和灵活的，并随着清朝在这些地区统治的深人和苗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而逐

用，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1]《大清律例》卷37，《断狱下•断罪不当》条例。 

[2]《清圣祖实录》卷16。 

[3]《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4]《雍正朝汉文殊批奏摺江编》第4册，第608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殊批奏折》，民族，胶片编号70。  

 


